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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产业有助于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生态旅游者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参与方。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

家河片区为例，拓展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生态旅游者对于生态产品购买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因素，验证了环境

关心和目的地依恋对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的不同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１）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目的地

依恋，但无法直接催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２）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购买

行为；（３）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目的地依恋均能够正向显著影响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４）知觉行为和购买意愿均对购买

行为有直接的正向显著影响，意愿是能够最大程度预测行为的变量；（５）较高环境关心群体与一般环境关心群体在部分影响路

径中分别呈现负向和正向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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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当前已成为国际自然保护的共通语言，这一理念的精髓在于能够兼容“保护”与“利用” ［１］，国
家公园是生态价值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建立国家公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２］，因此国家公

园在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现有研究多通过政策研究提出建议，如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等特许经营产业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性发展［３］。 生态旅游者在游憩过程中的消费实质上是为

生态系统服务买单，即为其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付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生

态系统服务的关键来源［４—５］。 生态产品指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

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根据生态产品的呈现形式可将其分为物质、文化、服务和自然生态产品［６—７］，根据

产权特征可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 本文所提出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侧

重指经营性生态产品，即国家公园依托其范围内及周边的绿水青山等优异自然条件和生态系统功能，为公众

提供的产权明晰且能够进入市场交换的有形物质产品或无形体验产品。 当前，一定比例的旅游者会基于对环

境的关注或者道德因素关注生态产品［８］，但是否会促进产生购买意愿乃至实际的购买行为有待考量，生态旅

游者响应生态产品的路径机制不甚明晰，且缺少国家公园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针对以上研究空白，本文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案例地，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引入环境关

心、目的地依恋两个前因变量，构建结构模型，验证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者对当地代表性生态产品购买意愿与

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环境关心水平的群体进行多群组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

拓展，并验证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者“情感驱动消费”的有效性，创新性地在知觉行为控制和购买意愿之外，
发现了能够对购买行为产生直接驱动作用的另一变量———目的地依恋，以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参考。

１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１．１　 计划行为理论与游客消费行为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者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究倾向于在某种理论框架下进行，以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

可靠度。 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由美国心理学家伊塞克·艾奇森（Ｉｃｅｋ Ａｊｚｅｎ）于 １９９１ 年

提出，该理论建构于理性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基础之上，是一种专注于解释和预测明确定义

的人类行为的认知模型，该理论假定人们是理性的，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会系统地使用可以获得的信息［９］。
当前被广泛应用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旅游者环境行为、旅游者消费行为等领域［１０］。

旅游背景下的购买行为往往是计划性、冲动性和体验式消费行为的混合体［１１］，驱动旅游者产生生态产品

购买行为的动机和利益诉求主要有两种———基于利己动机的个人利益诉求和基于利他动机的社会利益诉

求［１２—１３］。 而计划行为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说明该理论倾向于将人的行为限定为获取全面的信息之后经过

理性思考产生的利己行为，忽略了利他心理、个人情感等因素引发非理性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 相关实证研究试图通过增加潜变量、结合其他理论等途径来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和细化，从而

与其研究目标相适应，例如增加人格、行为经验、预期后悔、环境关心等来开展研究，进而提高模型解

释力［１４—１５］。
１．２　 环境关心与生态产品购买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是以个体行为的自利性作为理论起点，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个体行为决策的基本原

则［１６］，但人的利他特质也会影响其行为态度和消费意愿。
生态产品购买行为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责任行为，环境关心已成为环境责任行为分析中必不可少的预测因

子［１７—１９］。 环境关心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而是通过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产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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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２０—２１］。 戴小俊和马蕾验证了在生态旅游行为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主观规范、行为意图和知觉行

为控制［２２］，Ｋａｉｓｅｒ 和 Ｇｕｔｓｃｈｅｒ 验证了道德规范通过态度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环境保护的行为意愿［２３］。
Ｋｉｒｍａｎｉ 和 Ｋｈａｎ 验证了环境关心对生态态度的正向影响［２４］。 盛光华等验证了生态红线政策背景下，环境关

心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且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在其中有中介作用，知觉行为控制的

中介作用最强［１５］。 Ｌｉ 等验证了环境关心对于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作用，并在环境价值与购买意愿之间

具有部分中介作用［２５］。 Ｃｈｅｎ 等验证了环境关心通过生态态度的中介对生态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消费者出于

对环境的内在关心，建立了自己的生态态度和生态价值观，进而会做出对环境有益的绿色消费行为［２６］。
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环境关心作为前因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
Ｈ１ｂ：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主观规范。
Ｈ１ｃ：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
Ｈ１ｄ：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Ｈ１ｅ：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购买行为。

１．３　 目的地依恋与生态产品购买行为

依恋（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属于心理学范畴，其概念可以追溯到 Ｈａｒｌｏｗ 的早期研究，其将依恋描述为“个人联系或

亲属关系的感觉” ［２７］。 Ｂｏｗｌｂｙ 提供了另一个定义，即“人与人之间持久的心理联系” ［２８］。 依恋理论后被应用

于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用于分析消费者与产品、服务、品牌、场所等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者试图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加入认知、情感等非理性的心理特征因子作为前因变量，使其适应消费

行为领域的研究。 李经龙和蒋韶檀在黑色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研究中，将地方依恋作为行为态度和行为意

向的前因变量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验证了地方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２９］。 Ｇｉｌａｌ 等选取年轻消费者

群体进行调研，探讨了品牌依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关系，验证了品牌依恋是低参与度的品牌购买意愿

的驱动因素［３０］。 目前国内外现有研究较少将目的地依恋与环境关心这两个变量相联系，李文明等验证了历

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在环境关心对环境责任行为的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３１］，该结论是否适用于国

家公园生态旅游者的生态产品购买行为有待进一步检验。
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目的地依恋这一前因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目的地依恋。
Ｈ３ａ：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
Ｈ３ｂ：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主观规范。
Ｈ３ｃ：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
Ｈ３ｄ：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Ｈ３ｅ：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购买行为。

１．４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向是实际行为的直接先决条件，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

为控制的影响，并且，知觉行为控制可以直接预测实际行为［９］。 计划行为理论在被提出后的 ３０ 多年来仍在不

断完善，由于其能够较大程度地诠释人类行为意向，因此被应用于生态消费者行为学领域［３２］。 消费者在生态

产品的消费决策中通常存在两类心理：一是基于自我的需求［３３—３４］，二是基于人际的需求［３５］。 研究表明，行为

态度对行为意向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３６］。 盛光华等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个
体便倾向于按照集体的规范来要求自己，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更愿意听从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故这种主观规范

对于催生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有正向作用［３７］。 另外，有部分研究验证了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意愿和行为均有

正向影响［３８—３９］。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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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在生态产品购买中，行为态度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Ｈ５：在生态产品购买中，主观规范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Ｈ６：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知觉行为控制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Ｈ７：在生态产品购买中，知觉行为控制正向显著影响购买行为。
Ｈ８：在生态产品购买中，购买意愿正向显著影响购买行为。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概念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案例地概况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北部广元市青川县西北部，前身为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现已全部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保护成效良好，被誉为“中国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

的地区之一”。 唐家河片区的阴平古道、孔明碑、控夷关、红军桥等遗址至今尚存，接壤社区落衣沟村和阴平

村是旅游发展重点村落，配合养蜂、林果、中药材、竹产业等，保证了丰富的生态产品供给。 唐家河片区积极完

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了多处自然体验馆、主题解说步道等。 唐家河片区的生态产品类型丰

富，涵盖了物质类和体验类，前者包括生态养殖产品（主要为唐家河蜂蜜）、生态种植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后者包含自然导赏产品、深度体验产品、生态康养产品等，适宜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地。
２．２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特征和量表，其中受访者特征包含人口学特征和出游特征。 量表部分沿用 Ａｊｚｅｎ 和

国内研究学者在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时采用的李克特 ７ 级量表，参考既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对各观察变量

进行量化，围绕环境关心［４０—４１］、目的地依恋［４２］、行为态度［４３—４４］、主观规范［２９，４４—４５］、知觉行为控制［４４］、购买意

愿［４６］、购买行为［４７—４８］７ 个潜变量共设置 ３６ 个题项，每道题项均有“强烈不同意”至“强烈同意”７ 个阶梯选

项，分别赋予“１”至“７”的分数。
２．３　 数据收集

问卷数据收集包括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借助问卷星平台收集问卷数据，所有受访者均有唐家河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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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的实地到访经历。 预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 日至 １０ 月 ４ 日，现场收集问卷 ５９ 份，修正预调研问卷

存在的问题后开展正式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其中，线下集中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至 １０ 月 ２６ 日。 正式调研通过三个渠道发放问卷：（１）在唐家河风景区出入口实地邀请游客填写问卷（数
据主要来源）；（２）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的相关话题页寻找近两年内到访唐家河的用户，邀请他们填写问卷；（３）
通过唐家河自然教育、生态体验旅行的组织者将问卷发放到唐家河游客手中。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共回收

问卷 ３６８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３４ 份，有效率为 ９０．７６％。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软件对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效度进行检测，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９６２，说明问卷

具有比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量表的 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４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结果 Ｐ＜０．００１，说明问卷效度良好并

且具有显著性。
２．４　 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ＬＳ⁃ＳＥＭ）是基于方差的

结构方程模型，不要求数据必须满足正态分布，更适用于理论发展的探索性分析，并且能够处理构念较多的复

杂模型［４９］。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拓展模型，属于理论的发展研究，因此适合

采用 ＰＬＳ－ＳＥＭ 来进行验证性分析。 借助 ＳＰＳＳ ２５ 和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３．９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测量模型、结
构模型质量进行评估，检验概念模型中的路径假设，确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者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的影

响因素及路径。
２．５　 数据特征

在 ３３４ 份有效样本中，受访者性别比例均衡，各占 ５０％；２６—３５ 岁的群体占比最高，占总样本人数比例为

３０．２４％；本科学历人数最多，占 ４２．２２％；家庭年收入多数在 ５—１０ 万元和 １０—２０ 万元两个区间；样本调研人

群的家庭所在地多为四川省内，占 ６１．９８％，省外样本多数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城市或省份；工
作单位性质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私企、央企或国企、学生、个体户为主，分别占 １８．２６％、１７．９６％、１３．７７％、１３．
７７％、１２．８７％，从事教育行业的人最多，占 １５．５７％，此外，从事农林业、旅游行业、景观 ／规划 ／建筑行业、生态行

业的受访者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为初次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来访 ６ 次及以上的游客占 １３．１７％，６８％的游客表示曾有

过生态产品的购买经历，７２．７５％的受访者表示对本次出游感到满意。 在出游类型方面，与家人、朋友一起出

游的受访者占了绝大多数，跟随旅行团出游仅占极少数。 在出游目的方面，来到唐家河片区的游客多出于游

玩、休闲等体验目的，占总样本的半数以上，也有部分是出于科考、游学等教育目的，但目前所占比例不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测量模型评价

本研究模型中的观察变量均为反映性指标，参考陈宽裕等整合以往研究提出的反映性指标测量模型评价

标准，采用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来评价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和指标信度；采用平

均提取方差（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ＶＥ）来评估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采用 ＨＴＭＴ 指标来评估区别效

度，ＨＴＭＴ 是指异质⁃单质比率（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ａｉｔ⁃ｍｏｎｏｔｒａｉｔ Ｒａｔｉｏ），即不同构念间指标相关的均值相对于相同构念间

指标相关的均值的比值［５０］。
由表 １ 可知，所有潜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均高于 Ｈａｉｒ 等学者建议的 ０．７ 的标准［５１］，可以判定测量模型中

各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力较高，具有较高的指标信度；ＣＲ 值远高于学者惯常使用的 ０．７ 临界值，说明各

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ＡＶＥ 值均高于 Ｆｏｒ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 建议的 ０．５ 以上的标准［５２］，变量

对指标的平均解释能力较强，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
如表 ２ 所示，本研究中的反映性指标之间的 ＨＴＭＴ 值均低于学者提出的 ０．９ 的边界值，测量模型两两指

标间具有区别效度［５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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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反映性指标的信度和收敛效度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组合信度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平均提取方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环境关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０．８６４ ０．８９８ ０．５９５

目的地依恋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０．９２０ ０．９４０ ０．７５７

行为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９１４ ０．９３５ ０．７４３

主观规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 ０．９１１ ０．９３４ ０．７４１

知觉行为控制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８８２ ０．９１４ ０．６８０

购买意愿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０．８８３ ０．９１４ ０．６８１

购买行为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９１４ ０．９３６ ０．７４６

表 ２　 反映性指标的 ＨＴＭＴ 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ａｉｔ⁃ｍｏｎｏｔｒａｉｔ ｒａｔｉｏ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环境关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目的地依恋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行为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主观规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

知觉行为控制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购买意愿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目的地依恋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０．３９８

行为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４８２ ０．５２２

主观规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 ０．５３５ ０．５８３ ０．８６４

知觉行为控制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３２４ ０．７１９ ０．６７３ ０．７３５

购买意愿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０．４５５ ０．６９８ ０．６９４ ０．６９３ ０．７９３

购买行为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３４２ ０．７２１ ０．５７９ ０．６０９ ０．７６２ ０．８４７

３．２　 共同方法偏差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测量工具等原因引起的系统误差。 参照 Ｌｉａｎｇ 的做法，本文在概念模型中加入一个

共同方法偏差变量，将所有的问卷题项作为其观察变量，并将该变量与其余潜变量的观察变量之间添加路径，
利用 ＰＬ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获取实质因素负荷量与方法因素负荷量［５５］。 经计算得知：（１）方法因素负荷量均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２）实质因素负荷量均远高于方法因素负荷量；（３）平均实际方差与平均方法方差之比为９１ ∶１。
可以判断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３．３　 结构模型检验

结构模型质量检验指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ＩＦ）、解释能力判定系数 Ｒ２、预测相

关性 Ｑ２、模型拟合优度（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ＧｏＦ）等，路径分析的判定指标主要为路径系数和显著性［５０］。
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用于检测模型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ＶＩＦ 值越大说明共线性问题越严重。 本研究中

的结构模型的 ＶＩＦ 值介于 １．０００ 至 ３．２５８ 之间，符合 Ｕｒｂａｃｈ 和 Ａｈｌｅｍａｎｎ 建议的 ＶＩＦ 应低于 １０ 的标准［５６］。 根

据 Ｈａｉｒ 等的建议，在消费者行为这一领域中，Ｒ２为 ０．２ 能够代表较高水平的解释能力［５１］。 本研究从属于消费

者行为研究领域，内生变量的决定系数 Ｒ２值分别为：目的地依恋（Ｒ２ ＝ ０．１２６）、行为态度（Ｒ２ ＝ ０．３０７）、主观规

范（Ｒ２ ＝ ０．３８３）、知觉行为控制（Ｒ２ ＝ ０．４２７）、购买意愿（Ｒ２ ＝ ０．６０１）、购买行为（Ｒ２ ＝ ０．６５４），综合来看可以认为

本研究结构模型的解释能力在可接受范围内。 通过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的 ｂｌｉｎｄｆｏｌｄｉｎｇ 程序计算各潜变量的 Ｑ２ 值，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预设为 ７，各维度的 Ｑ２均大于零，结构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 Ｗｅｔｚｅｌｓ 将 ＧｏＦ 分为三个等级：
弱（ＧｏＦ＝ ０．１），中（ＧｏＦ＝ ０．２５），强（ＧｏＦ＝ ０．３６） ［５７］。 经计算，本研究的结构模型拟合优度值为 ０．４８３，属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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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佳。
３．４　 路径检验

使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软件中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程序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遵循 Ｈａｉｒ 等的建议，重复抽样次数设置

为 ５０００ 次［４９］，检验结果如表 ３ 和图 ２ 所示。
由研究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可知，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β ＝ ０．３００，Ｐ＜０．００１）、主观规范（β ＝

０．３３０，Ｐ＜０．００１）、目的地依恋（β ＝ ０．３５５，Ｐ＜０．００１），Ｈ１ａ、Ｈ１ｂ 及 Ｈ２ 通过检验。 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行

为态度（β＝ ０．３７１，Ｐ＜０．００１）、主观规范（β ＝ ０．４１９，Ｐ＜０．００１）、知觉行为控制（β ＝ ０．６２７，Ｐ＜０．００１）、购买意愿

（β＝ ０．２３５，Ｐ＜０．０５）、购买行为（β＝ ０．２３５，Ｐ＜０．００１），Ｈ３ａ、Ｈ３ｂ、Ｈ３ｃ、Ｈ３ｄ、Ｈ３ｅ 均通过检验。 这表明环境关心

会直接催生游客的目的地依恋，虽无法直接推动产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但可以通过目的地依恋对购买行

为产生间接的正向促进作用。 行为态度正向显著影响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β ＝ ０．２２３，Ｐ＜０．００１），Ｈ４ 通过检

验。 知觉行为控制正向显著影响购买意愿（β＝ ０．３５７，Ｐ＜０．００１）和实际购买行为（β ＝ ０．２０７，Ｐ＜０．００１），Ｈ６ 和

Ｈ７ 通过检验。 购买意愿对购买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作用（β＝ ０．４８０，Ｐ＜０．００１），Ｈ８ 通过检验。 这表明通过

树立购买生态产品的积极评价体系，强化游客对自己购买能力的感知，可有效促进其对生态产品的购买。

表 ３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ｔｈ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路径关系
Ｐａｔｈ

路径系数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检验结果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１ａ 环境关心→行为态度 ０．３００∗∗∗ ［０．１６９，０．４３２］ 成立　

Ｈ１ｂ 环境关心→主观规范 ０．３３０∗∗∗ ［０．２１４，０．４４５］ 成立　

Ｈ１ｃ 环境关心→知觉行为控制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１，０．１９０］ 不成立

Ｈ１ｄ 环境关心→购买意愿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０．１９６］ 不成立

Ｈ１ｅ 环境关心→购买行为 －０．０２９ ［－０．１０９，０．０４６］ 不成立

Ｈ２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 ０．３５５∗∗∗ ［０．２４６，０．４５９］ 成立　

Ｈ３ａ 目的地依恋→行为态度 ０．３７１∗∗∗ ［０．２３９，０．４９４］ 成立　

Ｈ３ｂ 目的地依恋→主观规范 ０．４１９∗∗∗ ［０．２９２，０．５３６］ 成立　

Ｈ３ｃ 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 ０．６２７∗∗∗ ［０．５０９，０．７１４］ 成立　

Ｈ３ｄ 目的地依恋→购买意愿 ０．２３５∗ ［０．０６７，０．４３１］ 成立　

Ｈ３ｅ 目的地依恋→购买行为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６，０．３４７］ 成立　

Ｈ４ 行为态度→购买意愿 ０．２２３∗∗∗ ［０．０８８，０．３４７］ 成立　

Ｈ５ 主观规范→购买意愿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１，０．１６９］ 不成立

Ｈ６ 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 ０．３５７∗∗∗ ［０．１８６，０．４９３］ 成立　

Ｈ７ 知觉行为控制→购买行为 ０．２０７∗∗∗ ［０．０８５，０．３３７］ 成立　

Ｈ８ 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４８０∗∗∗ ［０．３４５，０．５９９］ 成立　

　 　 ∗∗∗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

３．５　 中介效应检验

由图 ２ 路径检验结果可知，环境关心→购买行为的路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影响作用不显著（β ＝
－０．０２９，Ｐ＞０．０５），为了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使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软件中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程序进行进一

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在本研究中，环境关心与购买行为之间的总间接效应显著（ β ＝ ０．３３５，Ｐ＜

０．００１），环境关心可以通过目的地依恋对购买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环境关心与购买行为之间存在多条链

式中介路径。 此外，知觉行为控制和购买意愿单一变量在环境关心与购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

７　 ５ 期 　 　 　 张娇娇　 等：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者生态产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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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Ｆｉｇ．２　 Ｐａｔｈ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

表 ４　 环境关心与购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

路径关系
Ｐａｔｈ

路径系数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环境关心→购买行为 －０．０２９ ［－０．１０９，０．０４６］

间接效应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行为态度→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０．０３１］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主观规范→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０．０１３］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７，０．０６８］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０．０８３］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购买行为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０．０６５］

环境关心→行为态度→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０．０２８］

环境关心→主观规范→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０．０３３］

环境关心→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０．０８９］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购买行为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３，０．１３７］

环境关心→知觉行为控制→购买行为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０．０４４］

环境关心→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７］

总间接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环境关心→购买行为 ０．３３５∗∗∗ ［０．２５１，０．４２７］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环境关心→购买行为 ０．３０６∗∗∗ ［０．２０２，０．４０３］

３．６　 多群组分析

由于唐家河的经营模式分为风景区普通游览和自然教育深度体验两种，受访者也基本涵盖了对环境关心

程度较高和一般的访客群体，本研究进一步根据环境关心程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ＥＣ）将样本中的旅游

者分为较高环境关心旅游者（ＥＣ 得分高于均值，ｎ１ ＝ １８５）和一般环境关心旅游者（ＥＣ 得分低于均值，ｎ２ ＝
１４９）。 借鉴 Ｓａｒｓｔｅｄｔ 提出的非参数置信集方法［５８］，一般来说，当类别变量中个案较多的组的样本规模小于个

８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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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较少的组的两倍时，满足多群组分析的样本要求（１８５＜１４９×２），可以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中使用 ＭＧＡ 程序进行多

群组比较分析，重复抽样次数设置为 ２０００ 次。
表 ５ 呈现了两组不同环境关心水平旅游者的路径检验结果以及差异情况。 由此可知两个群体在环境关

心→主观规范（β１－β２ ＝ －０．２７４，Ｐ＜０．０５）、主观规范→购买意愿（β１－β２ ＝ －０．３０６，Ｐ＜０．０５）的影响路径中呈现负

向的显著差异，说明一般环境关心群体的环境关心更容易引发对主观规范的感知，且更容易因身边重要社会

关系的干扰而对生态产品产生购买意愿。 两个群体分别在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β１ －β２ ＝ ０．２１９，Ｐ＜
０．０５）、行为态度→购买意愿（β１－β２ ＝ ０．２８２，Ｐ＜０．０５）的影响路径中呈现正向显著差异，说明高环境关心群体

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更容易促使其产生对执行生态产品购买的促进知觉，也更容易由行为态度催生对生态产

品的购买意愿。

表 ５　 不同环境关心水平旅游者的路径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路径关系
Ｐａｔｈ

较高环境关心旅游者（ｎ１ ＝ １８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一般环境关心旅游者（ｎ２ ＝ １４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路径系数 β１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β１

ｔ 值
ｔ ｖａｌｕｅ

路径系数 β２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β２

ｔ 值
ｔ ｖａｌｕｅ

β１－β２

Ｈ１ａ 环境关心→行为态度 ０．１１９ １．３３６ ０．３２５∗ ２．５６６ －０．２０６

Ｈ１ｂ 环境关心→主观规范 ０．１１４ １．４５３ ０．３８８∗∗ ３．３４１ －０．２７４∗

Ｈ１ｃ 环境关心→知觉行为控制 －０．０３７ ０．５７５ ０．１９９ １．６０６ －０．２３６

Ｈ１ｄ 环境关心→购买意愿 ０．０３０ ０．４９４ ０．０５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２７

Ｈ１ｅ 环境关心→购买行为 －０．０３９ ０．７４５ －０．１７９∗∗ ２．９８８ ０．１４０

Ｈ２ 环境关心→目的地依恋 ０．０７７ ０．５２８ ０．２９８∗ ３．０５７ －０．２２１

Ｈ３ａ 目的地依恋→行为态度 ０．４３３∗∗∗ ５．９７６ ０．３１３∗∗ ２．６８２ ０．１１９

Ｈ３ｂ 目的地依恋→主观规范 ０．５０７∗∗∗ ７．５０６ ０．３１４∗∗ ２．８６８ ０．１９３

Ｈ３ｃ 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 ０．６９３∗∗∗ １４．４８２ ０．４７４∗∗∗ ４．７７１ ０．２１９∗

Ｈ３ｄ 目的地依恋→购买意愿 ０．１８９∗∗ ２．９３７ ０．２５２ １．５６８ －０．０６２

Ｈ３ｅ 目的地依恋→购买行为 ０．２２１∗∗ ２．７７８ ０．２３８∗∗ ３．１４５ －０．０１８

Ｈ４ 行为态度→购买意愿 ０．３４５∗∗∗ ４．５０１ ０．０６３ ０．６２４ ０．２８２∗

Ｈ５ 主观规范→购买意愿 －０．０６８ １．００３ ０．２３８∗ ２．０１０ －０．３０６∗

Ｈ６ 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 ０．４７４∗∗∗ ６．４０４ ０．２１９ １．５９２ ０．２５５

Ｈ７ 知觉行为控制→购买行为 ０．２２７∗ ２．３９８ ０．２３４∗ ２．４７８ －０．００７

Ｈ８ 购买意愿→购买行为 ０．４４２∗∗∗ ４．６７５ ０．５１１∗∗∗ ５．３２６ －０．０６９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研究结论

（１）环境关心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目的地依恋，对目的地依恋的影响系数最大，环境关心

无法直接催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但可以通过目的地依恋的中介作用对购买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促进

作用。
（２）目的地依恋正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购买行为，其对知觉行为控

制的影响程度最强，对主观规范的影响次之，目的地依恋可以直接催生对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行为。
（３）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目的地依恋均能够正向显著影响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三者之中知觉行

为控制的影响效应最大，环境关心和主观规范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４）知觉行为控制和购买意愿均对购买行为有直接的正向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与计划行为理论一致，意

愿是能够最大程度预测行为的变量，购买意愿的产生是落实购买行为的关键前提。

９　 ５ 期 　 　 　 张娇娇　 等：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者生态产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５）高环境关心群体与一般环境关心群体在环境关心→主观规范、主观规范→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中呈

现负向的显著差异，而在目的地依恋→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中呈现正向显著差异。
一般环境关心群体更容易由环境关心引发对主观规范的感知，且更容易因身边重要社会关系的干扰而对生态

产品产生购买意愿；高环境关心群体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更容易促进其对自己执行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的能力

的感知，也更容易由行为态度催生对生态产品的购买意愿。
４．２　 讨论

本研究在国家公园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研究背景下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购

买意愿的影响，以及知觉行为控制、购买意愿对购买行为的直接驱动作用，但是主观规范对购买意愿的直接影

响作用未得到验证，说明生态旅游者在面对生态产品购买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并不会有效转化为购买意向。
这一结论与 Ａｊｚｅｎ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内容以及盛光华等在中国消费者群体中的实证检验结果不一致［９，５９］，
具体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调研对象集体主义倾向较弱，较以往研究对象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做出购买决

策时更注重自身想法，难以因外界社会压力而产生购买意向［３７］。 但该路径在较高环境关心人群和一般环境

关心人群的群组比较中呈现了显著差异，说明高环境关心人群更不容易因亲朋好友的看法而影响自己的生态

产品购买意愿，而一般环境关心群体则相对容易受到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同时，本研究在知觉行为控制和购买意愿之外，发现了能够对购买行为产生直接驱动作用的另一变

量———目的地依恋。 这一发现与潘海利和黄敏学发现的品牌依恋对顾客持续性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相

通之处［６０］，也佐证了国家公园背景下生态产品的消费是计划性和冲动性共同驱动的结果［１１］。 生态旅游者与

国家公园目的地之间具有多元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的强弱是衡量其与目的地之间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
依恋是访客与目的地之间形成的一对一的内生式关系情感，能够有效强化生态访客对当地生态产品的购买意

愿和行为。
此外，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访客对购买生态产品的态度，但仅凭环境关心无法直接催生购

买意愿和实际行为，需要通过目的地依恋的中介作用达成这一效果，与包智明和颜其松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环

境关心对环境行为具有间接驱动作用［６１］，本研究得出的这一结论同时拓宽了李文明等在历史文化街区背景

下取得的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３１］。 环境关心源于消费者的道德信念，生态产品购买行为作为一种亲环境行

为，具有社会利益属性，是个体验证自我环境关心的一种实践形式，但是由于生态产品的消费活动涉及个体认

知和资源控制等复杂过程，环境关心者有可能面临“有心无力”的困境，因此难以直接催生生态旅游者对生态

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这与王财玉等的研究不谋而合［６２］。 “利他”性的环境关心越高，更容易促使旅游者

在到访国家公园类型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时与其构建情感联结和认同感，并进一步产生对生态产品的购买倾

向，进而落实购买行为。
本研究围绕唐家河片区生态旅游者这一群体对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开展了较为

深入的实地调研，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发现，但由于研究尺度有限，结果可能不具有普适性，未来可通过

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和样本量，探索和验证更多维度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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